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 是中国

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时代， 是一个创造了

辉煌成就和灿烂文明的伟大时代。 北魏

不仅出现了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艺术史

上具有崇高地位和伟大成就的云冈石窟

和龙门石窟， 也产生了在中国乃至世界

科技文化史上占有领先地位的鸿篇巨

制———《水经注》 和 《齐民要术》。 北魏

不仅仅是一个征服性王朝， 更是一个建

设性王朝。 从北魏进入中原之日起， 典

章制度的确立 、 完善和改革即受到统

治者的高度重视 。 道武帝时期的制度

草创和孝文帝时期的制度改革尤具划时

代意义， 北魏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与此关

系极大。

在北魏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 拓跋

鲜卑铁骑在道武帝拓跋珪、 太武帝拓跋

焘等杰出统帅的指挥下， 纵横驰骋， 征

服了一个个部族和政权； 立足代北， 挺

进中原， 横扫关陇， 跃马江淮， 实现了

中国北方地区的大统一。 北魏的民族融

合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形成和发展。

北 魏佛教的兴盛始于平定北凉后大

量佛教僧侣和信徒的东迁。 迁徙

到平城的河西僧人中最著名的是释玄高

（402—444）， 他曾是西秦和北凉国师 ，

入京后又成为太子拓跋晃之师， 后在太

武帝灭佛时以身殉职。 来自凉州的昙曜

和师贤在文成帝兴复佛法后成为平城也

是北魏全境的佛教领袖。 罽宾王族出身

的沙门师贤是文成帝兴复佛法后的第一

任道人统。 云冈石窟最初的开凿， 主其

事者即为昙曜， 足见凉州佛教对北魏佛

教影响之大。

文成帝即位仅两个多月， 便下诏恢

复了其祖父太武帝所毁灭的佛法， 不久

又下诏开凿云冈石窟。 佛教自文成帝初

年恢复以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 由于统

治者大力提倡而得以长足发展， 京师平

城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最重要的佛教中

心。 孝文帝继承了文成帝以来北魏诸帝

后礼佛的传统 ， 史称其 “尤精释义 ”，

佛教继续得到发展， 并且日益繁荣。 迁

都前云冈石窟的开凿并未停止 （有太和

七年、 十三年题记佛龛为证）， 迁都后

嵩山寺院兴盛起来， 同时位于伊、 洛之

滨的龙门石窟的开凿活动也随着笃信佛

教的皇室成员、 贵族官僚以及大量平城

各色居民的南迁而展开。 与迁都同步，

北魏佛教的中心从平城转移到洛阳。 洛

阳佛教的兴盛状况， 我们可以从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 对北魏末年佛寺的记载

中得到充分的认识。

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法不久又 “诏有

司为石像 ， 令如帝身 ” 。 “兴光元年

（454） ?， 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 为太

祖已下五帝， 铸释迦立像五， 各长一丈

六尺 ， 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 ” 和平

（460—465） 初年， 沙门统 “昙曜白帝，

于京城西武州塞 ， 凿山石壁 ， 开窟五

所， 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 次六

十尺， 雕饰奇伟， 冠于一世”。 北魏还

专门设石窟署负责石窟的开凿。 佛教寺

院的修复以及佛像的兴建与石窟的开

凿， 是文成帝时期最主要的工程， 也是

北魏艺术成就的具体体现。 尽管有不少

窟龛和造像在历史上遭到破坏， 但我们

仍然能够从现存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感

受到北魏艺术成就之辉煌灿烂。

与平城云冈石窟为大型的皇家工程

不同， 龙门石窟从开凿伊始便出现了各

级贵族官僚、 僧尼信众出资雕凿洞窟佛

像发愿祈福的活动， 并且以造像记的形

式将雕凿的时间和动机等要素刊布出

来。 这些造像记是了解北魏后期佛教兴

盛状况的直接见证， 其与出土的大量北

魏墓志等碑刻文物构成了魏碑书法艺术

的主体，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辉煌灿

烂的艺术胜景 。 书法作为一种可供欣

赏、 品鉴、 装饰的艺术， 是中国文字书

写中的独特现象。 魏晋南北朝是书法史

上的神圣时代 ， 这一时期书家辈出 ，

可谓群星璀璨 ， 光耀夺目 。 魏碑书法

艺术 ， 虽然很难确知书写者的姓名 ，

但它们同魏晋南朝那些名声显赫的书

法家的作品一起 ， 共同造就了这个神

圣时代 ， 同时对唐楷的形成产生了巨

大影响。

北魏都城南迁后， 除了龙门石窟的

开凿， 在京师洛阳也出现了寺院林立的

景象， 不少寺院规模宏大， 如宣武帝所

立景明寺， “东西南北方五百步” （一

尺约合今 0.296 米 ， 一步六尺约合今

1.776 米； 500 步即 888 米）， “山悬堂

观， 一千余间”。 胡太后所立永宁寺塔

最为壮观华丽， 其规模空前绝后： “中

有九层浮图一所， 架木为之， 举高九十

丈 （约 266 米）。 有刹复高十丈， 合去

地一千尺 （296 米 ）。 去京师百里 ， 已

遥见之。” “殚土木之功， 穷造形之巧。

佛事精妙， 不可思议。 绣柱金铺， 骇人

心目。” “僧房楼观， 一千余间， 雕梁

粉壁， 青璅绮疏， 难得而言。” “装饰

毕功， 明帝与太后共登之。 视宫内如掌

中 ， 临京师若家庭 。 ” 北魏灭亡之年

（534） 的二月 ， 永宁寺 “浮图为火所

烧”， “火经三月不灭。 有火入地寻柱，

周年犹有烟气”。

波斯国胡人出身的沙门菩提达磨

“来游中土 ， 见金盘炫日 ， 光照云表 ，

宝铎含风， 响出天外， 歌咏赞叹， 实是

神功。 自云： ‘年一百五十岁， 历涉诸

国， 靡不周遍， 而此寺精丽， 阎浮所无

也。 极佛境界， 亦未有此！’ 口唱南无，

合掌连日。” 为经历丰富的波斯国胡僧

菩提达磨所赞叹不已的永宁寺， 的确有

着无与伦比的辉煌与壮丽。 永宁寺可以

被视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

而其装饰也应该是能够代表北魏图像艺

术最高成就的 ， 只可惜今人已无法了

解。 否则， 我们对北魏艺术所达到高度

的认识会发生根本改观。

魏 晋南北朝也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发

展史上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突出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西晋初年裴秀所

创立的 “制图六体” 理论及以之为指导

绘制出的中国最早地图集 《禹贡地域

图》 和 《地形方丈图》； 一是北魏后期

郦道元所编撰的地理学巨著 《水经注》。

《水经注 》 四十卷 ， 记载了 1252

条河流的流向及其自然状况， 对河流所

经之地的行政建制沿革、 城邑存废、 历

史故实详加记述， 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

也是最为系统完备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在认识中国古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

面， 《水经注》 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科

学价值。 由于其所引用文献碑刻大多已

经亡佚， 因而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其对自然风光的描绘， 体现出很高的文

学水平。 郦道元颇为关注与战争相关的

地理要素， 故而其对研究古代军事史也

具有重要价值。 《水经注》 不仅是中国

地理学史上的划时代巨著， 在世界地理

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郦道元被誉为

“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

（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 《水经注》

则是 “世界地理学的先导” （德国地理

学家李希霍芬）。

北魏统治北方长达近一个半世纪之

久， 统一稳定的时间也在百年左右， 尤

其均田制实施后农业生产呈现出欣欣向

荣的局面。 贾思勰正是在北魏最后的半

个世纪里生活于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青

齐地区， 他把传统的农学著作和生产实

践经验结合起来， 于东魏初年编撰完成

了综合性农学著作 《齐民要术》， 全面

总结了秦汉以来迄于北魏末年北方地区

的农业科技知识， 对当时及后世的农业

生产和农学著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

书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从耕

种到收获、 加工甚至出售的生产环节应

有尽有， 被认为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前

期农业生产的百科全书。 书中所载农业

生产技术、 方法和经营理念， 不仅有助

于了解古代农业生产的具体细节， 同时

更具有指导生产实践的重大意义。 《齐

民要术》 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

一部流传至今的古代农书， 是一部体大

思精的农学著作， 构建了严密的古代农

学体系。 这一体系为后世农书所继承，

为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体例开辟了新天

地。 甚至可以说， 《齐民要术》 是一部

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旱地农业生产的 “圣

经”， 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

效益， 无论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北 魏与周边各个政权特别是北方的

柔然、 吐谷浑、 高丽以及东晋南

朝政权有着频繁而密切的和战关系， 也

与较远的西域发生了频繁的通使关系。

北魏之后 “拓跋” 一词被突厥、 波斯、

阿拉伯乃至拜占庭人作为中国的通称，

直到金元之际的中亚人还把汉人称为

“桃花石”。

宣武帝时期北魏国力走向鼎盛， 外

交关系也空前频繁， 先后有大约一百个

左右的国家到北魏京师洛阳 “遣使朝献

（朝贡）”， 与北魏建交成为众多西域国

家的目标。 如西方大国波斯， “遣使上

书贡物， 云： ‘大国天子， 天之所生，

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 波斯国王居和

多千万敬拜。’” 在都城洛阳的城市布局

中， 就有专门供外国来华使节、 商人和

侨民居住的区域及相关建筑设施。 这也

是北魏国际交往空前频繁的重要标志，

史称其时 “自葱岭已西， 至于大秦， 百

国千城， 莫不款附， 商胡贩客， 日奔塞

下”； “乐中国土风， 因而宅者， 不可

胜数。 是以附化之民， 万有余家。” 受

北魏文化吸引来华的这一万多家附化之

民， 反过来也对北魏文化发生影响。

在北魏与其域外国家的交往中， 物

质文化的交流占有很大比重。 北魏的丝

织品和外国的奇珍异宝通过使节和商团

源源不断输入各自国家。 最值得注意的

是彩色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 这是中外

技术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大月氏国商

人在北魏太武帝时期来到平城经商， 并

带来了先进的彩色玻璃制造技术， 它们

在北魏京师制造的彩色玻璃， “光泽乃

美于西方来者 ”。 太武帝 “诏为行殿 ，

容百余人， 光色映彻， 观者见之， 莫不

惊骇， 以为神明所作。 自此中国琉璃遂

贱， 人不复珍之”。

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更加重要。 悦

般国使节将 “鼓舞” 传入北魏并被 “设

于乐署”。 众所周知， 西域音乐歌舞和

绘画雕塑艺术等对中原地区有较大影

响， 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在

北魏与西域的交往中， 佛教文化的交流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北魏强大的国力和

佛教信仰的兴盛， 是外国使节频繁入华

的主要原因。 在北魏都城洛阳有大量来

自西域的僧人， 史称 “时佛法经像， 盛

于洛阳， 异国沙门， 咸来辐辏， 负锡持

经， 适兹乐土”， 宣武帝专门立永明寺

“以憩之 ”。 该寺 “房庑连亘 ， 一千余

间， 庭列修竹， 檐拂高松， 奇花异草，

骈阗阶砌。 百国沙门， 三千余人， 西域

远者 ， 乃至大秦国 ， 尽天地之西垂 ”。

除了洛阳城西永明寺外， 城南菩提寺和

城西法云寺也是西域僧人居住及西域胡

人进行佛事活动之地。

一年一度盛大的 “崇福” 大典在景

明寺举行， “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 唱

言 ‘佛国’”。 位于城西的融觉寺， “比

丘昙谟最善于禅学 ， 讲 《涅盘 》 《华

严》， 僧徒千人”。 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

支 “晓魏言 （汉语 ） 及隶书 （汉字 ），

翻 《十地 》 《楞伽 》 及诸经论二十三

部”。 “流支读昙谟最 《大乘义章》， 每

弹指赞叹， 唱言微妙。 即为胡书写之，

传之于西域。 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

号昙谟最为东方圣人。”

孝明帝时期， 胡太后派遣宋云和惠

生出使西域 ， 观礼佛国 ， 访求佛经 ，

“凡得一百七十部， 皆是大乘妙典”。 宋

云、 惠生出使是带着北魏朝廷的诏书而

去 ， 每到一国 ， 都要向其国王宣示诏

书， 即便如 “凶慢无礼” 的乾陀罗国王

也说出了 “大魏如我父母” 这样的话。

捍摩城 （或为于阗国属地） 是当时西域

佛教的一个中心， 城 “南十五里有一大

寺， 三百余众僧”， “悬彩幡盖， 亦有

万计。 魏国之幡过半矣。 幡上隶书， 多

云太和十九年、 景明二年、 延昌二年”。

魏国之幡应该是到西域朝拜的佛教僧

人或北魏使节 、 商队携带而来 ， 如此

之多的魏国之幡反映了北魏在西域的

巨大政治和文化影响 。 佛祖释迦牟尼

曾经生活和传教的乌场国 ， 为当时西

域佛教中心之一 ， 也是宋云 、 惠生出

使的主要目的地 。 乌场国王对北魏的

情况不甚了解 ， 在宋云和惠生的介绍

下， 对信仰佛教的北魏表现出极为憧憬

的心情。 根据 《宋云行纪》 的记载， 宋

云和惠生西行， 除了取经和出使外， 还

带有宣传北魏文化的使命。 遥远的乌场

国有 “解魏语人”， 也表明北魏文化的

影响早已远播域外。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

谭帆、 陆炜合作撰写的 《中国古典
戏剧理论史》， 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于 1993年出版， 2005 年，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修订本， 今年， 本
书的增订本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

一部已经问世近三十年的学术著作， 至
今仍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 仍具有学术
生命力， 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我
因与两位作者有过数年相互切磋、 教学
相长的因缘， 长期以来谊兼师友， 他们
不允我年迈力衰的推辞， 执意嘱我为新
版作序； 我当然不忍拂两位作者的美
意， 只好勉强就再次翻阅书稿的心得和
他们这些年来的治学情况， 谈几点未必
妥当的感想。

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在 20世纪 80年
代以前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
域， 但 20世纪 80年代的研究却非常红
火， 连续出版了赵景深先生的 《曲论初
探》、 夏写时先生的 《中国戏剧批评的
产生和发展》、 余秋雨先生的 《戏剧理
论史稿》 和叶长海先生的 《中国戏剧学
史稿》 等多种论著。 这对于后人继续从
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既是一种便利， 也
更是一种困难。 因为在学术研究中筚路
蓝缕、 开拓新域， 诚然是艰辛的； 但要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突破， 有所
超越， 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就我所
知， 谭、 陆两位当时在撰写这部 《中国
古典戏剧理论史》 的过程中， 首先遇到
的难题就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独辟蹊
径。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 他们决
定不走前人的老路， 而是选择了一条充
满挑战性的研究路径。 他们有意识地试
图在理论史的研究思路和叙述模式上作
出新的尝试， 这就是立论框架以曲学、

叙事理论和剧学三大体系为辐射中心，

突出古典戏剧理论的精髓和民族特色；

论述方式以历史分期为经， 以理论问题
为纬， 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 清晰地
勾勒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发展脉络，

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古代戏剧理论的独
特思想内涵。 就我们熟知的同类著作来
说，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新异的理论史
的范式， 也应该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创
新探索。 三十来年过去了， 至今我仍然
觉得这种创新是可贵的、 有学术价值
的。 我以为一部著作的吸引力就在于特
色， 没有创新就失去了它的应有价值。

在理论批评史的体例上， 每个学者完全
可以做出富有学术个性的选择与创造，

只有这样， 才能在研究领域中形成一种
多元并存、 互竞其长的生气勃勃的局
面。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说过这样
一句话： 在同志关系上应强调 “求同存
异 ”， 在学术问题上应强调 “求异存
同”。 这确实说出了做人与治学的真谛。

前些年来， 我们常常听到不少学者
感慨与惋惜中国文论的 “失语症”， 思
考与探索如何对传统文论加以现代转
换， 古为今用。 实际上， 这二者是一个
问题的正反两面， 因为学术界觉得， 当
代世界的文学理论失去了中国的声音，

中国的文学理论丢失了本民族的传统，

所以才呼唤要对中国传统文论作现代转
换。 现在回过头来看， 谭帆和陆炜早在

二三十年前便甘于寂寞， 不畏艰难， 已
经在默默从事传统戏剧理论的本土化阐
释工作， 以启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

构建具有民族特点、 中国特色的戏剧理
论体系。 我以为， 两位作者以 “曲学”

“叙事理论” 和 “剧学理论” 三个系统来
概括中国古典戏剧理论， 确实独具识见
地抓住了古代戏剧理论的核心与关键。

正如两位作者所言， 中国古典戏剧
的精神实质是 “诗” 的， 它的外在形态
是 “以曲为本位”， 通过 “诗” 与 “乐”

的有机结合， 达到情节结构与音乐结构
的和谐统一。 因而 “曲学体系” 探讨的
理论对象自然地向音韵、 格律、 词采三
方面展开， 形成曲韵、 曲律、 曲论三方
面的格局， 而核心问题则是 “曲” 的作
法和唱法。 众所周知， 古代 “诗” 与
“乐” 相结合的文学体式， 一直可以追
溯到上古时期的 《诗经》， 汉魏的乐府、

唐代的律绝、 宋代的词、 元代的曲 （包
括剧曲、 散曲或民间小曲） 等， 在各自
的发展过程中， 无一不是与 “乐” 有着
密切的关联， 在合乐这一点上， 古代的
诗、 词、 曲有其内在统一的性质。 但
“曲学” 又有自身独特的内涵， 比如宫
调的选择、 曲牌的配置、 宫调和曲调的
音乐特色与所表现的情感及事件的关系
等等。 所以对 “曲学” 的探讨只有将其

放在古代诗乐传统中加以系统考察， 才
能真正揭示其独特的内涵， 以及对传统
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本书对于中国古代
戏剧叙事理论的研究也是有独特贡献
的。 在当前学界， 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
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可谓非常热
闹， 但大部分的研究无论是观念体系、

对象选择， 还是在论说框架、 分析模
式， 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戏剧
小说有着较大的间隔与错位。 而谭帆、

陆炜对古代戏曲叙事理论的研究始终关
注着古代叙事理论的独特性， 认为古代
叙事理论是在史官文化的孕育中生成
的， 史官文化是古代叙事理论的发源
地， 多方面影响了古代戏剧的叙事理
论； 同时， 在古代戏剧的叙事理论中，

视戏剧为 “寓言” 的认识几乎是戏剧理
论家们普遍信奉的观念。 在这种艺术精
神的影响下， 古代戏剧家通常把戏剧当
作寄托情志、 抒情写愤的载体。 同样，

本书对 “剧学理论体系” 的探讨也是在
把握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样式和
扣住其 “歌舞演” 的形态特性来展开探
讨的， 如果不紧密地联系中国传统文化
和传统美学， 而仅依据西方的编、 导、

演的艺术理论来加以评判， 恐怕很难把
研究推向深入。

可以说， 这部论著在对古代戏剧理

论的研究中， 提炼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
戏剧理论观念， 为全面研究中国戏剧理
论体系夯实了基础。 从他们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拥有如
此丰富、 明确的见解， 不仅可称发达，

而且足以与西方戏剧理论相比照， 因为
在众多的戏剧美学问题上， 中国古典戏
剧理论都有自己明确的理论， 并且富有
我们民族的特色， 这是前人留给我们宝
贵的文化遗产， 值得我们大力继承并发
扬光大。 重读 《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

我仍然觉得两位作者对古代戏剧理论的
本土特色与成就方面所作的探索确实是
可贵的， 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谭帆、 陆炜 《中国古典戏剧理论
史》 的特色和贡献， 我们引出了中国文
论 “失语症” 的话题， 我们益发感到，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不仅是个历
史话题， 更是一个关系到当代文化建设
的现实问题。 我一直认为， 我们提倡世
界性的文学对话或文学交流， 但这种交
流与对话， 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文学，

是以西学为参照， 而非以西学为坐标。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是西学冲击下的产物， 对西学的响应也
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特
点。 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学术文化背景
下， 中国文论怎能不患 “失语症” 呢？

实际上， 任何形态的交流， 无论是物质
的还是精神的， 只有在同等实力的状态
下才可能趋于公正平衡。 经济领域是如
此， 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也是如此。 哪一
个国家的文学及其优秀作家， 不是依仗
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 依仗自己与众不
同的艺术创造， 而最终成为可供全人类
交流的文学财富？ 所以， 医治中国文论
“失语症”， 最根本的办法恐怕只能是加
强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 努力探索古今

文论的现代转换， 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
当代文艺学。 从这一点上来讲， 谭帆和
陆炜对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所作的研究，

无疑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与借鉴。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所阐述
的观点， 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都富有建
设性、 启发性， 有助于开拓人们的思
路， 也可以诱发人们继续探索和深入思
考的学术热情。

据我所知， 大概在这本著作完成以
后， 谭帆的研究领域渐渐由古代戏曲转
移到古代小说， 先后出版了 《中国小说
评点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
语考释》 和 《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

等几部颇受学界赞誉的研究著作， 由他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 《中
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也即将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 在我看来， 从古代戏曲研
究到古代小说研究， 谭帆的研究对象虽
然在转换， 但其研究目的和主旨显然是
一以贯之的。 因为无论是小说评点研
究， 还是小说术语研究， 抑或是小说文
体史研究， 贯串其中的研究思路， 依然
是以回归中国小说的本身存在为出发
点， 试图通过对古代小说本土语境的阐
释和对古代小说整体面貌的梳理， 来构
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思想体系。

陆炜从南京大学中文系随陈白尘先生、

董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起， 研究重心转
向了中国现代戏剧史， 多年来， 他在田
汉研究、 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等方面取
得了突出的成绩； 古代戏曲的研究已不
再处于他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 但从本
书附录的 《李渔戏剧结构理论批判》 一
文可以看出， 他对古代戏曲的研究仍然
延续着一贯的传统， 既有宏通的视野又
有理论的深度。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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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佛教、艺术与科学
张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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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 “失语”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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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泥塑人面像。

1980 年洛阳偃师永宁寺塔基出土， 残高 25 厘米

洛阳博物馆藏

荩 北 魏 贾 思 勰 的

《齐民要术》 记述了

黄河流域下游地区

农 、 林 、 牧 、 渔各

业的生产技术 ， 还

包括食品加工 、 荤

素菜谱等 。 其中首

次 记 载 了 炒 鸡 蛋

法 ： “打破 ， 着铜

铛中 ， 搅令黄白相

杂 。 细擘葱白 ， 下

盐米 ， 浑豉 。 麻油

炒之。 甚香美。”

▲北魏蓝色玻璃瓶。

大同市博物馆藏

（动脉影 摄）

▲永宁寺塔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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